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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动机、群内等级、信任物化:
关系传播视阈下的网络约会与风险控制
邱鸿峰
内容提要 论文聚焦我国男男大学生手机网络约会的潜在健康风险，通过深度访谈考
察线上、线下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控制行为，探索关系传播视角的艾滋预防路径。
研究发现多数受访者兼有寻觅浪漫关系与激情关系的弹性动机:线上 －线下传播模式
转换虽然会产生 “期待相悖”，但并不一定导致关系抑制;相反，部分受访者报告了
从浪漫动机到激情动机的自由转换。作为风险控制策略，“群内等级”与 “信任物化”
现象应运而生。研究认为分享同辈群体在关系传播过程中控制风险的创新实践，警示
其中的认知与行为误区，应成为相应的艾滋预防路径。
关键词 网络约会 艾滋风险 关系传播 健康传播
关系传播是人际关系中的语言与非语言传播。［1］其研究渊源可追溯到英国人类学
家贝特森 (G. Bateson)。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对新几内亚原始部落的考察中，不再将
个体作为分析单位，转而聚焦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视角后来被应用到对婚内互
动、群体决策、医患沟通等领域的研究。［2］上世纪 90 年代网络约会开始进入关系传
播学者的视野，他们对其中的自我呈现、自我表露、减少不确定性、模式转换、期
待相悖等现象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然而当学术或管理话语谈论网络约会的健康风险
时，关系传播过程常常受到忽视。例如，量化证据显示网络约会与多性伴或无保护
性行为有关。［3］在分析我国艾滋感染新增原因时，国家疾控中心专家指出:“互联网
等社交新媒介的广泛使用，增加了易感染艾滋病行为的便捷性、隐蔽性。”［4］上述话
语隐含着网络约会与高危性行为之间的决定论关系。然而性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关
系建立不仅是性行为发生的前提，而且在此过程中存在着风险控制实践。本文聚焦
我国男男大学生的手机网络约会，以他们在道德与健康双重压力下的关系传播过程
为研究脉络，重在探索在此过程中他们控制艾滋风险的创新实践与行为误区，为相
应的健康传播提供实证支持。
一、文献回顾
艾滋病干预作为当代社会重要的健康传播议题，之所以能够在关系传播视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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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考察，以及之所以能够将研究视点从性行为提前到关系形成过程，在于高风险
群体在使用社交网络建立关系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基于健康动机的关系模式选
择、伙伴筛选，以及消除不确定性等实践。上述实践虽然不能直接隔离艾滋病毒，
但对减轻感染风险仍有积极意义。由于艾滋风险控制意识与行为构成了男男关系发
展的关键性障碍，因此男男网络约会中的风险控制是健康传播与关系传播的交叉议
题，要系统考察这一过程中的健康传播行为，必须以关系发展为线索，引入关系传
播的概念、理论与视角。
在网络约会中，不确定性是关系传播要逾越的第一道鸿沟。陌生人互动的首要
目标是减少不确定性，使他人的行为更具可预测性，并为这种行为提供解释。［5］戈夫
曼 (E. Goffman)的 “拟剧论”将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自我呈现视为表演，区分了有
意 “给出”的线索与无意 “流露”的线索。［6］约会软件上的人物传略同样可被视为
表演舞台，身高、体重与年龄的失实司空见惯。［7］约会者一旦察觉他人有不实信息，
会考虑篡改自身信息以维持吸引力上的竞争优势。［8］对方信息真伪难辨，自我表露又
带来隐私风险，促使约会者选择信息寻求战略去减少自身的脆弱性、建立人际信
任。［9］拉米雷斯 (A. Ｒamirez)等人归纳了四种信息寻求战略:互动、积极、消极、
萃取 (extractive)。［10］互动战略是传播者之间互惠性的自我表露，积极战略是利用对
方的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消极战略是通过暗中观察获取对方无意流露的线索，萃
取战略指利用搜索引擎检索对方信息。网络环境因缺乏熟人求证等传统机制，给减
少不确定性带来了更多挑战，［11］约会者需要转入线下 “核实”(warrant)信息，在线
上呈现的人物形象与物理世界的血肉之躯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12］基于不同文化语
境中特定社会群体消除不确定性的目的与方式会有所差异，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ＲQ1:男男大学生如何在线上、线下互动时消除健康风险上的不确定性并建立
人际信任?
网络约会以电脑或智能手机为互动界面，因而成为计算机中介传播与关系传播
研究的交汇点。上世纪 90 年代初，两个研究领域就网络互动促进何种关系的形成展
开对话。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网络作为 “贫瘠媒介”，限制了传受双方线索交换的数
量与类型，难以传递物理环境信息与非语言符号。因此与面对面传播相比，计算机
中介传播的基调是任务导向、非人格化的，由此形成的关系模式也是不带感情、低
度社会性的。［13］这一观点受到 “媒介丰富性” (media richness)、［14］ “社会在场”
(social presence)、［15］“社会语境线索”(social context cues)［16］等理论的支持。然而
关系传播学者沃思 (J. B. Walther)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上述理论忽视了时间因
素:计算机中介与面对面传播仅有传播效率的差异，而非媒介本身的特性导致了去
人性化效果;如果互动能够持续，前者同样能够传递情感性信息，产生与后者相似
的关系模式。［17］对此他们使用 “超人际视角” (hyperpersonal perspective)理论作了
解释:在 “贫瘠媒介”上传递的线索虽然有限而缓慢，但信息发送者可以战略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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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被社会高度接受的形象，信息接收者也会乐观地填补线索缺失所造成的空白，
从而培养比面对面传播更高水平的吸引力与亲密感。［18］
尽管如此，计算机中介传播仍无法像面对面互动那样提供直觉层面的经验感受，
因此很少有人会越过面对面互动而确立浪漫关系。［19］关系传播研究由此也注意到线
上互动与线下互动的 “模式转换” (modality switching)对关系发展的影响。“关系
促进”的观点认为经历模式转换的伙伴比起始终保持人际互动的伙伴会对彼此更有
好感;［20］对立的观点认为人际互动形成的印象往往很难与线上印象相匹配，因而导
致 “关系抑制。”［21］拉米雷斯等人则另辟蹊径，发现模式转换时机是关系发展的调节
变量:线上互动时间较短，模式转换后对潜在伙伴的评价会更正面;线上互动时间
较长，模式转换会激发更多不确定性，更易对潜在伙伴产生负面评价。［22］他们使用
“期待相悖”(expectancy violation)原理解释上述现象:潜在伙伴通过线上互动彼此
产生理想化期待，但在有限的时间内未能形成完整期待，线下互动填补了信息缺失，
因此促进关系发展;相反，时间过长的线上互动形成了对潜在伙伴的完整期待，模
式转换后获得的信息容易与既有期待发生冲突，进而抑制关系发展。［23］
沃思与拉米雷斯等人均通过实验法 (即对招募者分组，然后分派基于计算机互
动的合作工作任务，再测量彼此印象的变化)验证了 “超人际视角”与 “期待相
悖”假设。但实验结果不一定对约会行为具备同等解释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问题:
ＲQ2:线上 －线下互动模式转换是否使男男大学生产生 “期待相悖”进而影响
关系发展?
谈及网络约会，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是它与艾滋感染风险的联系，关系传播研
究同样提供了有益视角。“爱的三元论”(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根据亲密、激情与
承诺这三个要素的不同组合对人际关系进行分类，如浪漫关系 (高亲密与承诺、不
同程度的激情)、风流韵事 (高激情、低亲密与承诺)、朋友关系 (高亲密、低激情
与承诺)。［24］研究发现怀揣承诺意念 (commitment ideation)、期待未来有浪漫关系的
男男群体，报告了更少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性伴数量。［25］这说明网络约会可能并不
内在地施加健康风险;相反，风险暴露水平可能与约会者追求的关系类型相关。然
而在约会网络上能够即时接触大量的潜在伙伴，这可能会破坏约会者的承诺
意愿。［26］
对网络约会风险控制的深入探讨还必须借助社会心理学文献。由于男男性行为
挑战社会规范，男男群体会感受到不同程度的 “少数群体压力”(minority
stress)。［27］经历过偏见、排斥、污名的男男群体可能对艾滋感染非常警觉，因而更
重视风险应对与社会适应。［28］比如在美国，关于性伴偏好的研究显示黑人男性最不
受其他种族男性的欢迎，这被两个因素所解释:主观上的种族歧视以及客观上黑人
男男群体更高的艾滋感染率。［29］这种偏好一方面说明网络约会者虽然在传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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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之外探索新的联结，但往往基于既有的信仰或偏见寻找潜在伙伴，因而在线技
术可能加强现存的社会文化规范。［30］另一方面，男男群体在筛选性伴时，可能既讲
究社会经济地位的匹配，又滤除主观上疾病风险较高的人群，从而形成 “群内等
级”。
基于以上两种安全性行为的动力机制，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ＲQ3:男男大学生是否在网络约会时追求浪漫关系以控制艾滋风险?
ＲQ4:男男大学生是否在网络约会时通过性伴筛选以控制艾滋风险?
二、研究方法
我国男男大学生的交友活动基本处在 “地下”，少数自我认同较高的个体只向好
友或同学坦承性倾向，但不愿面对长辈的 “凝视”。因此本研究聘用本科生作为研究
助理，后者通过好友介绍以 “滚雪球”方式获取深度访谈样本 28 人。样本涵盖广州
(5 人)、西安 (4 人)、上海 (5 人)、天津 (3 人)、长沙 (3 人)、厦门 (8 人)等
地的本科生，年龄 18 － 23 岁，其中 4 名自我报告为双性恋，其余 24 名皆为同性恋
倾向。方便抽样虽然难以将研究发现从个体推及总体，但由于研究对象具备较高的
同质性，因而本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群体在网络约会过程中的行为倾向与
动机。样本数量的大小借鉴了扎根理论的 “理论饱和原则”:作者对研究助理获得的
访谈文本进行及时分析，在初步发现风险控制机制后，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要求
在后续访谈中围绕这些机制深入访谈，直到他们得到较为完整的反映，然后停止寻
找新的样本。
所有受访者借助一款著名的手机男男交友软件 “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其中 5
名始于高中，其余始于高考结束或大一。受访者普遍评价它用户多、效率高，但鱼
龙混杂。个别受访者以 “艾滋蓝”戏谑之，对它爱恨交加，有过反复下载 －卸载行
为。通过学术伦理审查后，研究助理采用半结构问卷对受访者进行一小时左右的网
络访谈。访谈分四个部分，包括基本信息、线上互动、线下互动，以及性行为发生
之际的互动。限于篇幅，仅以线上互动为例，访谈的具体问题包括: (1)线上聊天
的动机是什么? (2)偏好何种聊天对象、选择标准是什么、哪些标准最重要?
(3)如何消除对方信息的不确定性? (4)如何试探对方是否有性放纵史或冒险性行
为倾向?发现上述行为或倾向是否影响互动进程? (5)如何在线上建立信任?
(6)对方表露何种社会身份会影响你对艾滋感染风险大小的判断? (7)从线上聊天
转入线下互动需要多久、概率多大、动机为何、决定因素有哪些?
数据处理采用布朗与克拉克 (Braun ＆ Clarke)的主题分析方法。［31］先将数据分
别归入交友动机、筛选条件、模式转换、期待相悖、减少不确定性、建立信任、风
险应对等主题类目之下，再对每个类目下的数据进行编码，提炼子题 (sub-theme)
并命名。然后统计提及每个子题的受访者数量，以反映子题的显著度。最后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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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题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用典型的访谈节录提供佐证，来报告研究发现。两位研
究生负责编码，编码员间信度为 93. 1%，所有分歧都通过讨论予以解决。
三、研究发现
(一)弹性动机与期待相悖
弹性动机是指相当比例的受访者在网络约会时兼有寻求激情与浪漫关系的动机，
并因不同约会对象与互动质量而发生动机转换，特别是当面对面互动 (“面基”)产
生 “期待相悖”时，浪漫动机可能切换为激情动机。表 1 显示有 23 位受访者坦承网
络约会的动机是寻求激情关系、满足生理需求，反映了效率至上的性观念:性行为
不一定要以浪漫关系为基础，而是一种快餐式的相互愉悦与各取所需。用他们的话
说，就是 “直奔主题，有时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前提是 “长得好看、互相喜欢、
有时间与条件”。他们认为解决生理需求理所当然，一位受访者对此有积极评价:
“约炮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一定要和 (孤独、逃避)这些负面情绪相关
联。”还有一位研读过性别理论的学生表示认同性伴多元化，“对伴侣的忠贞是异性
恋中心主义的产物”。然而也有一位受访者透露在生理需求满足后会陷入疾病与道德
恐慌:“见时喜欢，见后后悔，觉得不道德”，“对自己不负责任”，“背着家人做了
不太应该的事情”，这种心理负担会持续到再次 “精虫上脑”。可见关于什么是社会
可接受的性欲，以及将男男性行为与艾滋挂钩的话语，对尚未充分建立身份认同的
约会者构成了一种行为规训。然而对这些软件的 “约炮神器”污名构成挑战的是:
22 位受访者使用异性恋话语 (如 “择偶” “相亲” “谈恋爱” “找对象” “找另一
半”“找男朋友过日子”等)表达了浪漫动机。
我个人比较保守，喜欢彼此了解后再做爱，而不是看了照片，(问)约吗，就一
起睡了。以前只是图新鲜，下来 (软件)看看附近有谁，报以交男友的心态。后面就
被渗透了，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就算是没什么看头，都会打开来翻一翻。(ZYＲ2，大四)
表 1 样本人群的网络约会动机
约会动机 频数 (%)
冲动、生理需求 23 (82. 1)
找男友、谈恋爱 22 (78. 6)
社交、取暖、摆脱孤独 21 (75. 0)
好奇、新鲜、虚荣 10 (35. 7)
其他 (跟踪前男友、摆脱原生家庭等) 7 (25. 0)
一些偏好浪漫动机的受访者表达了对艾滋感染的恐惧，如 “有一次没戴 (套)
之后做了检测，发现没事才放心，对提心吊胆的日子有阴影。”“看到有人在软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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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自己有 HIV出差时还跟五个人约了就后背发凉。”“旁边的二院就查出了我们学
校有男生得了艾滋病，我身边的一个闺蜜也得了，很痛苦，各种症状都出现了。”个
别表示社会歧视比疾病本身更令人生畏，“病痛我不怕，我怕的是无知大众对我的歧
视，他们对于这种病的看法真的很可怕，简直就像见了鬼一样。”在这 22 位表达浪
漫动机的受访者中，有 18 位并不排斥激情动机，发生性行为可以基于浪漫关系的建
立，也可以省掉这些繁文缛节。如图 1 所示，他们可以根据线上互动的情况相机行
事，弹性选择 “面基”或直接发生激情行为 (路径 1):
就是很寂寞，或者今天可能看了个片子，或者好久没有性生活，就会上软件约
一个。主要找对象，看看有没有恋爱的可能性。但如果自己喜欢 (对方) ，对方不谈
感情，其他 (关系)也是可以的。但是觉得不安全，毕竟本来这个圈子就比较乱，
所以还是以找对象为主。(ZQY7，大二)
图 1 网络约会的关系传播路径
绝大多数受访者经历过关系传播的模式转换，即从线上互动转到线下 “面基”。
地点选在餐馆、咖啡厅或电影院，目的主要是减少不确定性、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
探索浪漫关系 (路径 2)的可能性，典型表述为 “再了解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继
续发展的可能”。模式转换概率低的仅为 1 /50，概率高的几乎来者不拒，但处在这
两个极端的人很少。10 位受访者报告有一半或 “较高”的概率;6 位报告概率 “较
低”或 “并不那么容易”，并将之归因为颜值，如 “大概长得丑，好多时候发了照
片对方就沉默了”，或者 “因为我不肯发照片，一是怕出柜，二是长得丑”。一位受
访者表示要视平台而论:通过知乎、豆瓣约会概率有 50%，而通过手机软件约的只
有 10%;还有两位表示如果聊天投机可以随时见面。这说明部分男男大学生渴望灵
魂伴侣，注重 “同质性”以及 “交往深度”这两个关系维度。［32］关于模式转换时机，
轻率者 “聊骚”后即可，谨慎者需要一个月以上，多数为几小时到几天，“但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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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几率也很大，线上聊和线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弹性动机的另一种表现是当 “面基”过程中基于某种原因产生了 “期待相悖”、
难以建立浪漫关系时，部分受访者会切换到生理动机，在荷尔蒙的驱使下发生激情
行为 (路径 3)。有 10 位受访者明确表示一旦发现信息失真或没感觉，就会中断互
动 (路径 4);但相同数量的学生表示 “有不想继续的念头，但事实上还是继续上床
了”，或 “对方如果长得还可以，身材还可以，那就无所谓了”。这种情况特别可能
发生在 “入圈”初期，即便 “核实”后发现信息不符，仍会照顾面子而发生性行
为。另有 3 位学生表示在苛刻条件下才会选择生理动机，“如果是天菜，另当别论”
或 “遇到帅的随时恭候”。有人为弹性动机辩解:“性只是得不到爱，退而求其次的
选择。”由于 “期待相悖”太过频繁，受访者甚至调整了 “面基”心态:“带着不信
任的态度赴约，如果碰到真实的就觉得多了一份惊喜，碰到 A 货也不至于扫兴，出
于解决生理需要。”还有一种情境是首次 “面基”并没有产生 “期待相悖”，但也没
有确认浪漫关系，个别受访者会采取低风险性行为去平衡性冲动与疾病恐惧。
除了生理与情感驱动，21 位受访者将约会软件用于交普通朋友、摆脱孤独、互
相 “取暖”等社交动机。孤独感多源自经历社会歧视后的自我边缘化，包括朋友圈
拉黑、同学孤立、班主任找谈话、父母恐同、明星发表反同言论，最后 “觉得自己
不太正常。”因此男男约会软件的火爆与 “少数群体压力”有关，约会软件使这一
群体在探索亲密可能性的同时逃避社会规范的约束，对他们消除负面情绪、融入身
份社区有一定积极意义。有 10 位受访者表示受到好奇心、新鲜感的驱使，意味着网
络亚文化会吸引那些性倾向尚未 “闭合”的大学生探索身体的可能性，［33］但不受社
会规范约束的欲望也隐藏着风险:
喜欢和陌生人聊天，(出于)孤独、欲望、好奇，可能还有虚荣心。会跟别人说
我已经约遍大半个中国，别人会说:“哇，好厉害。”后来觉得特别后悔:刚开始进
圈的行为只是懵懂的当初，什么也不懂，受到圈内大环境的影响，能保持贞操的没
几个。(ZQY3，大一)
这位受访者已跟同学 “出柜”，因此曾向同学炫耀自己放浪形骸的经历。当他建
立浪漫关系后，开始反思这种群体规范缺席的网络亚文化，宣告自己对社会规范的
“回归”。这说明不同的关系模式对艾滋预防的潜在意义:处在浪漫关系中的个体，
可能会更认同传统性规范，主动减轻多性伴带来的健康风险。
(二)筛选条件与群内等级
自我呈现与伙伴筛选是网络约会的开端。自我呈现是在符号互动中不断调整的
策略性产物:复杂的个体首先被拆解为年龄、身高、性角色等各种可被检索的指标，
随后基于美学偏好、价值观、行为规范、风险意识等为他人所评估与筛选，最后个
体根据筛选结果的归因调整自我呈现，如此循环往复。在此过程中，某些主导的价
值与规范被强化、挑战或协商，同时社群的内部等级被生产与流通。“群内等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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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网络约会过程中，约会者的某些属性被赋予特殊价值，使其在约会机会与成功
率上获得更大优势，甚至在性安全协商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关于如何自我呈现会使
约会者获得更高的线上 “开撩”机会，表 2 显示 25 位受访者归因为外貌 (“帅气”
“好看”“颜值高”) ，其中 16 位视它为首要因素。外貌的重要性又因动机而呈现差
异:偏好生理动机时，长相、身材等外在条件可能是唯一的标准;偏好浪漫动机时，
虽然美学愉悦也是重要指标，还需相互欣赏或个性契合，因为 “长相决定能不能在
一起，性格决定能不能长久地在一起”。弹性动机适用弹性的筛选标准:
聊天对象的选择要看是什么目的，交好朋友主要看共同爱好;要是单纯出于性
的需要，看外貌比较多。肌肉什么的对我来说无所谓，男性的审美标准是多元的，
不一定要符合社会规定的男性气质才能是帅哥。(LQ3，大二)
表 2 样本人群网络约会的筛选条件
筛选条件 频数 (%)
外貌 25 (89. 3)
身材 16 (57. 1)
年龄 11 (39. 3)
学历 9 (32. 1)
性别气质 9 (32. 1)
职业 /社会经济地位 6 (21. 4)
距离 3 (10. 7)
其他 8 (28. 6)
男男大学生重视与浪漫对象的精神投契，然而外貌才是约会的第一道关口，迈
不过它浪漫关系也就无从谈起。个人传略上经常出现 “无照不复” “曝照才有男朋
友”的签名，网络服务商提供肖像认证服务，相片 “阅后即焚”技术实质性地降低
了约会者的隐私顾虑。这些话语与技术都在形塑着一种以颜值为重要区隔的群内等
级。受访者表示颜值还能加快模式转换与线下关系建立的速度。基于高颜值的稀缺
性，男男约会网络成了假照泛滥的重灾区，因诚信缺失而备受诟病，因高不可攀而
备感挫折，弥漫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部分约会者开始走现实主义路线:他们仍
重视外貌，但更强调与自己外貌的匹配，而非好高骛远地追逐 “名媛”。但仍有人对
潜在伙伴的外貌持不切实际的期待，哪怕被嘲讽为 “丑人却还是个颜控”。仅次于颜
值，16 位受访者将身材作为筛选指标，但这一标准隐藏着风险误区:
我就跟一个健身教练做没拒绝 (无保护性行为)。他说他没病，而且他身体很
好，给我的感觉很可靠。(ZQY4，大一)
上述关于男性气质、职业身份与疾病风险的迷思在青少年身上尤为常见，值得
弹性动机、群内等级、信任物化:关系传播视阈下的网络约会与风险控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57
风险传播者关注。有 6 位受访者强调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或职业，“找一些经济基础
比较好，言谈举止比较有教养的。”而 9 位偏好大学学历的受访者则认为同质性高的
人更可控、更有安全感、疾病风险更低。其中 3 位名校学生对同质性有更高要求，
他们透露该校男男大学生偏好与 “顶尖高校”的在读或毕业生约会，除了眼界与身
份认同上契合度更高外，更有减少不确定性与艾滋风险的考虑，这意味着部分受访
者的风险控制从筛选就已经启动:
学历、外貌、三观、年龄、工作情况，重要性依次递减。一般可以在软件介绍
看出一二，信息过少的不加。(学历要求)大学，985 /211。概率问题:眼界、自我
认同、安全意识会比较符合要求，减少筛选的麻烦。(ZQY5，大二)
从上述话语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场域，自我呈现信息过少的人难以得到互动
机会，挑战了 “超人际视角”理论基于非竞争性情境而做出的乐观假设。顶尖高校
的学生是否更有风险防范意识需要实证证据，然而它至少说明男男大学生的筛选行
为不仅与外部社会共享某些等级标准 (如社会地位、职业) ，又共享男男社区以颜值
与身材为区隔的内部等级，同时在男男大学生内部又有一套以高学历与名校为区隔
的等级观念。后者既回应实践者精神交往的需求，又根植于强烈的艾滋风险规避意
识，但这种为降低风险而秉持的差序格局缺乏实证依据。
(三)减少不确定性与信任物化
筛选出符合期待的聊天对象后，约会者可借助软件自带的聊天窗口互动，更常
见的是将对方加为微信好友。微信的视频通讯功能弥补了交友软件在传播渠道上的
欠缺，有助于更加实质性的自我表露。多位受访者还透露 “如果加微信就 ‘视奸’
朋友圈”，将深度浏览朋友圈历时性的自我呈现作为一种信息寻求战略，做出关于对
方个性、品味、情感史，以及交往风险的判断。另外，交友软件上的个人传略本身
就有 “关注对象”与 “粉丝链接”版块，关注对象或粉丝数量庞大会被阐释为多性
伴倾向。采取以上 “积极”战略消除不确定性的有 6 人;采取 “互动”战略，通过
旁敲侧击或坦诚表露核实信息的 12 人;持 “消极”态度，表示只能凭感觉将信将疑
的 4 人;对网络信息真实性极度悲观，认为只有 “面基”才能减少不确定性的 4 人。
值得注意的是，有 9 名受访者强调在线上减少不确定性上会因浪漫与生理动机
而有所区别。满足生理需求只是单次行为，因而并不在意对方信息的真假，重要的
是艾滋预防措施到位;也无所谓信不信任，网络约会本身就应该假设彼此不信任，
然后将信任交给安全套。在网络约会过程中，并非所有约会者都会像传统浪漫关系
的形成那样以减少不确定性、建立人际信任为基础任务，而是转向对安全套效用的
信任，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 “信任物化”。这首先在于减少不确定性与建立信任耗时
耗力，甚至需要借助熟人网络辗转求证，而追求生理动机的男男大学生偏好效率优
先。其次，满足生理需求者多有隐私顾虑，求证对方信息自己也要以对等原则进行
自我表露，部分受访者明确反对 “查户口”，因而秉持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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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再次，诉诸信任被视为一种非理性行为，它将风险控制的主动权让渡给对方并
不可靠的忠诚。而网络环境又充满了诱惑，自控能力不断受到新鲜感的挑战，艾滋
感染可能仅需要一次背叛。信任他人反而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理性的态度应以不
信任为前提:
安全措施不放松就不会有危险，信息是否真实就不必太纠结了，日久见人心。
(是否信任无所谓?)单纯约炮，确实如此，或者说默认都应该是不信任状态，“无
套不欢”应该成为原则和底线。(ZQY5，大二)
在传播模式转入线下互动后，9 位受访者表示会适度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但更
多 “会尝试着去了解彼此的性格，看是否合适”。这种类型的 “面基”依靠交流的
气氛判断是否可能建立浪漫关系，而非处心积虑地核实信息，信任往往建立在彼此
好感的基础上，结果是 “到底有没有建立 (信任) ，自己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如果
不喜欢就吹了”，“信任靠机缘，理不清，我也说不清”，“可能因为对方某些行为打
动自己，然后就信任他了”。10 位受访者表示会认真确认基本信息，如 “他带我去
他家，我就知道他之前说的是不是真的”，“通过聊天、面基神情判断其身份信息”，
“旁敲侧击询问个人信息并加以判断”，甚至彼此 “出示身份证与体检报告”。信任
建立的标志是被告知真实姓名、职业或工作单位，甚至 “对好朋友不隐瞒我的存在，
手机也敢放心大胆的让我玩”。表示在 “面基”阶段仍不会在意对方信息真假的有 6
位，理由同样是确认难度大、效率低，以及自身的隐私顾虑。其中一位表示某些信
息事实上不可能得到核实， “若有心要骗，绝对会被骗的，所以自己也要保护好自
己。”他阐述了什么样的表现才可以建立信任:
看他会不会很在乎我的安全，得病的安全。如果他一直求我不要戴套子那就没
信任。因为最危险的就是得病，如果连最基本 (的安全)都不在乎，也不会有信任。
(SW1，大三)
在男男交往语境中，人际信任被疾病风险所重新定义:它不再源自恋情、认同
或利益羁绊，而是主动使用安全套所流露的责任意蕴。这种人际信任基于对物的信
任但又超越了对物的信任，是基于双方在性安全上的共识与默契。无独有偶，另一
位受访者表达了这种圈内共识形成的意义:
我所在的这个高校圈子对 HIV 有更多的了解，在性行为中会更加重视用有效措
施自我保护，互相之间对于安全的追求达成了一致，这样就构成了信任。在任何时
候有人提出 “无套”之类的话，这种信任就被打破了，“无套不欢”是信任的根基。
(ZQY5，大二)
在确认浪漫关系后，与固定伴侣是否会从事无保护性行为，有 9 位受访者认为
“关系与信任并不意味着安全，它还有背叛的风险”，“真正对对方负责就应该坚持
戴套”。有 4 位受访者表示只要 “有长时间深入的交流与信任”可以不用戴套，但现
实中并非没有残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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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跟其中一个男友试过没戴，然后发现他偷吃，背着我乱搞。觉得无套是表
达信任的一种方式，当初就是希望向他表露我什么都交给他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为
缺乏安全感，然后想通过这一方式使自己成为对方的唯一，事实证明这好傻。
(ZQY6，大四)
线上互动还可能试探对方是否有性放纵史，它既是评价对方忠诚度的性道德话
语，又是一种疾病风险话语。有 6 人表示会介意对方的性放纵史，但怕 “冒犯”“唐
突”或 “尴尬”只做过试探。有 2 人会因为 “好奇”或 “害怕对方送 (艾滋)大礼
包”而直接问 “约得多不多”，但又矛盾地表示无法确认对方是否隐瞒。还有 7 人表
示根据对方想要发生性行为的急迫程度 (如单刀直入问 “约不约”)来判断是否滥
交，然后出于安全考虑而回绝邀请。但表示不介意对方滥交的有 6 人，原因包括
“约炮的人都比较滥”“戴套就行”“疾病传染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而非滥交”。基于
同样的原因，7 位受访者表示在 “面基”时不会过问对方的性放纵史，“只要戴套，
感染 HIV的概率在滥不滥交的人身上都是相同的，滥交不等于感染 HIV概率大。”
四、讨论与结论
在网络约会的不同阶段都能感受到受访者的风险控制意识，这并不意味着男男
大学生群体内部风险意识的均衡发展，但至少说明网络约会与高危性行为之间的复
杂性并非技术决定论可以描述，两者关系受自我呈现、伙伴筛选、线上互动、模式
转换、线下互动等关系传播过程的调节。这期间，美学偏好、志趣投合、群内等级、
期待相悖、道德与疾病规训等重重阻力将高比例的条件不符者挡在道道关口之外。
作为能动的个体，男男大学生在寻求激情之外从事着创新性的风险控制实践，如滤
除主观上感染风险较高的约会者、偷窥微信朋友圈确认性放纵史、“面基”减少不确
定性、出示血清检测报告、确认浪漫关系前从事低危性行为、建立浪漫关系以减少
性伴数量，承诺不混圈不出轨以及信任安全套作为约会底线与群体规范，这些草根
实践对艾滋预防有着积极意义。
针对重重阻力，男男大学生也发展了增加约会成功率的策略，如弹性选择情感 /
生理动机、降低预期减少期待相悖、容忍信息不确定性、从人际信任转向安全套信
任。阻力与动力并存，关系传播成为多个矢量冲突竞争的复杂心理过程。虽然风险
控制从筛选开始贯穿整个过程，但风险误区也相生相伴，如身材与健康的关系迷思、
入圈初期的面子迷思、名校学生低风险迷思、无套表达信任迷思、检测作为预防迷
思等，提醒风险传播者重视对关系发展过程的风险干预。而无论是健康传播的 “行
为改变”模式还是 “文化中心”模式都忽视了关系建立作为性行为发生的前提对于
安全 /冒险性行为的影响。如 “信息 －动机 －行为技术”模式，认为改变冒险行为是
艾滋感染与预防知识、减轻风险的动机，以及相应行为技能联合作用的产物。［34］它
忽视了关系传播过程中道德话语与疾病规训通过约会者的试探、询问、协商、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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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拒绝、承诺或潜移默化，对风险控制的认知、动机与效能产生人际影响。“文
化中心”模式强调辨识与利用有助于艾滋预防的文化属性。［35］考察文化影响同样需
要关注关系传播过程，如高权力距离 (high power distance)如何影响性伴筛选与安
全性行为协商。这两种健康传播模式，都将影响因素从具体的传播过程中抽象出来，
无法解释哪个互动节点会出现认知的误区、理智的缺席，以及文化上的不利影响。
尽管关系传播视角在艾滋风险控制上具有潜力，迄今这一研究领域甚少关注男
男群体的网络约会。关系传播的一些经典结论在特定人群与现实情境中是否具有适
用性，本研究对此提出了挑战。比如沃思等人通过仿真实验，发现予以足够的互动
时间，计算机中介传播在促进关系发展上能够达到面对面传播的水平，从而支持了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36］然而在男男线上互动时，海量的约会人群吸引他们频繁更
换聊天对象，竞争威胁又促使他们在短暂网聊后快速进入线下 “面基”环节，事实
上缺乏耐心与动力去充分发展线上关系。沃思等人后来提出的 “超人际视角”理论
认为计算机中介传播可以在情感培育上超越面对面互动，一种解释是素昧生平的约
会者会因志趣相投而产生显著的 “社会自我归类”倾向。［37］但经验丰富的男男约会
者对网络自我呈现的虚幻性有充分的认知，这种矛盾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会产生
“超人际”效果?更何况受到道德话语与疾病规训的制约，一句提前出口的 “约不
约”就能给对方留下轻浮放纵的印象，这些都是关系传播的元理论不曾考虑过的情
境。拉米雷斯等人关于期待相悖与线上互动时间相关的结论，［38］对男男大学生网络
约会的解释力同样有限。后者普遍在短短数天内就实现了线上 －线下模式转换，然
而关系抑制的概率仍然相当之高。一种解释可能是他们在线上基于志趣相投而形成
较高的整体期待，然而现实中的外貌差距对关系发展形成了 “致命打击”。因此，这
一群体的期待相悖可能跟期待形成机制有关，事实与否有待实证检验。
传统亲密关系以信任为基础，而相当一部分受访者从人际信任转向信任安全套，
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人际信任对艾滋风险控制是否仍有意义?事实上单一性伴仍
是管理艾滋风险的有效方式，它源自 “协商安全”理念，要求性伴同意只与彼此进
行无保护性行为。［39］既然高比例的受访者渴望排他性的浪漫关系，后者又必须以相
互信任为前提，因此人际信任对风险控制仍有意义。但值得警示的是，在缺乏制度
性保障的男男浪漫关系中，约会网络对两人世界的渗透与诱惑很可能导致一方背叛
承诺，给不知情的另一方带来风险。基于人性的脆弱，信任安全套对风险防范有积
极意义，尽管信任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然而信任安全套真的消解了人际信任吗?
有受访者将坚持使用安全套诠释为关爱性伴健康的象征，以及重构人际信任的基础。
这种内涵转移超越了信任物化，重归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不啻为一种理论创新，
提倡这种含义的信任可成为未来艾滋风险传播的说服策略。
总之，男男大学生在网络约会中的风险控制行为呈现较大差异，说明并没有针
对他们的万灵药式的风险传播策略。现实的做法应当从关系传播入手，使约会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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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关系发展过程中同辈群体在风险控制上的创新实践，警示每个节点存在的认知与
行为误区，这是传播学除了传递知识、说服动员、激发效能之外对艾滋预防可做的
贡献。
本文系福建省软科学项目 “HIV /AIDS风险传播对我省青少年性行为的干预机制
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6Ｒ0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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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immersion and cognitive level of risk control. This article see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media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 audiences' risk perception.
49 Flexible Motivations, Intra-group Hierarchies,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rust: A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on Online Dating and Risk Control
·Qiu Hongfe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smartphone-based online dating among MSM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t probes the
dynamics and obstacles behind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HIV/AIDS pre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It shows that most respondents possess flexible motivations for
developing a romantic or passionate relationship. A modality switching from online to offline interaction may
bring about expectancy violation,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relationship dampening. On the contrary,
some respondents reported an unrestricted switching from romantic motivation to passionate motivation.
Correspondingly, intra-group hierarchies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rust emerge as strategies for risk control. It
suggests that sharing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risk control and warning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adopted for HIV/AIDS prevention related to online dating.
64 Sharing Medical Crowdfunding in Social Media: Repost or Not?
·Li Jing, Yang Xiaodong
Us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guanxi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henomenon of medical crowdfunding on WeChat. Specifically, we investigated how social
media users perceived the behaviors of sharing medical crowdfunding information, and why they did or did
not repost the information. In regards to data collec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perceptions regarding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s: reposting as calling for donation and reposting as expressing oneself. In terms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haring, we found that individuals' reposting is self-interested rather than altruistic. Oriented by
guanxi , individuals' decision of reposting or not is based on the exchange rules of favor (renqing ). Moreover,
some interviewees evaluated medical crowdfunding projects in social media as negative information with low-
class taste. This negative evaluation perceived by individuals would hinder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reposting.
80 New Family:Shanghai Broadcasting and Citizen Life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 Xuan
The broadcasting was a“new media”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esis depicted how the
radio organized the new family life of the city, and how to shape the audience's listening habits, sensory
